
＊代序：一個「外逃者」眼中的蘇聯

高華

一本奇書

雷光漢的《蘇聯流亡記》是一本奇書。這是一位為躲避文革中

「一打三反」運動的鎮壓，於 1970年「外逃到蘇聯」的前北大歷史系

畢業生在蘇聯中亞地區飄泊沉浮的實錄。二十世紀以來，雖然中國

人寫的旅蘇觀感為數可觀，但稱得上名篇的卻不多，只有 1930年代

瞿秋白的《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1930年代初曹谷冰的《蘇俄視

察記》和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記》等。及至郭沫若 1946年的《蘇聯

紀行》和 1952年劉白羽的《莫斯科訪問記》，已完全落入程式化的俗

套，無一不是對蘇聯新制度的一味讚美了。

建國後的訪蘇遊記寫得好的屈指可數，給我留下較深印象的只

有並未結集、發表在 1957年春《文匯報》上徐鑄成的訪蘇遊記，從

中多少能捕獲一些蘇共二十大以後蘇聯社會的變化（1975年我曾拿

＊ 本書出版數年前，南京大學歷史系高華教授曾閱讀書稿，其時高教授正在

重病中，不顧病危之體，執意寫了這篇書評，發表於《領導者》雜誌第 39

期（2011年 4月）。在徵得高華教授和雷光漢先生同意後，將此文收入本

書，出版社編輯只做了必要的文字訂正和添加註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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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ii  代序：一個「外逃者」眼中的蘇聯

著介紹信在南京圖書館逐日翻看 1957年的《文匯報》，時間一長，

警惕性很高的管理員覺得不對頭，打電話到我單位進行調查，結果

很快就禁止我再看了）。另一本就是少年時期閱讀的《在阿爾迪克夏

令營》，它敍述了一群中國少年兒童在 1951年由老師和醫生陪同前

去蘇聯克里米亞半島索契附近的阿爾迪克夏令營度假的經歷，曾激

起我無限神往。1 至於青少年時期在蘇聯長期生活過的一些高幹子

弟，則很少看到他們親自寫的作品，主要原因可能還是生活經歷的

限制，人們只能通過《紅櫻桃》一類的影視作品多少了解一些當年他

們在蘇聯的生活。

中國人寫的批評蘇聯的長篇紀實性讀物直到 1980年代才出版了

寥寥幾本，其中，1984年由群眾出版社內部出版的馬員生《旅蘇紀

事》最具史料和研究價值，另一本是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出版的

唐有章《革命與流放》。內容都是中共早期黨員在蘇聯黨爭中被打成

托派，在蘇聯極北地區做苦役幾十年的經歷，這些蘇聯大清洗的倖

存者在 1950年代中赫魯曉夫時期才回到祖國。1960年代初中蘇關

係破裂後，雖然有不少在新疆的中國人逃往蘇聯，但從沒聽說他們

中有人就其在蘇聯的生活經歷寫出過作品，雷光漢先生的這本書應

是第一本。

雷書的貢獻和價值

雷光漢是文革期間的「外逃者」，寫了中蘇關係緊張時期他在蘇

聯中亞地區被審查、被監視、做工謀生活等等傳奇般的經歷。作者

1 書名應為《一個少先隊員訪問蘇聯的故事》（危石著），濟南：山東人民出版

社，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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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一個「外逃者」眼中的蘇聯  xxiii

被KGB（克格勃）長期監控，以後又試圖逃往伊朗，被抓回後再流

放到南西伯利亞的國際囚犯農場。1979年中越之戰，蘇聯入侵阿富

汗，他都在中亞，還經歷了中蘇關係解凍的 1980年代和 1990年代

初蘇聯解體的歲月，稱得上是一本內容豐富的實錄。

對蘇聯的中亞（而不是遠東）地區，中國人相對了解不多。文

革中紅衛兵翻印過反修小冊子，寫中國留蘇生在塔什干，都是蘇聯

人怎麼偷偷對中國留學生說他們熱愛毛澤東。從這些膨脹的敍述

中，根本無從了解當時當地的真實情況。實際上，從第二次世界大

戰起，中亞就是蘇聯當局嚴格控制的地區，曾將許多政治上被懷疑

的少數民族大量遷徙至此，中國音樂家冼星海就是被安置在阿拉木

圖，以後也病逝於此的。

雷先生長期生活在蘇聯的底層社會，他接觸的多是「下里巴

人」，這是那些短期訪蘇、走馬觀花的中國高幹和社會名流根本接

觸不到的群體。這些人寫的訪蘇遊記，除少數外，或是浮光掠影，

或是借遊記抒發滿頭腦的親蘇、慕蘇情結，在價值上和雷光漢的書

稿完全不能同日而語。例如，通過雷的書稿，我們才知道，在中國

人受壓最深的勃列日涅夫時期，歧視中國人最厲害的還不是俄羅斯

人，他們中的多數對中國人都還算友好，對中國人最壞的是蘇聯的

朝鮮族等少數民族，「朝鮮人的姓名和中國人相似，長相也差不多，

他們害怕別人把自己當成中國人，和中國人的距離拉得越遠越好，

處處表現出自己對中國人不一般的『憤恨』」。

雷先生的書稿描寫了形形色色的中國「外逃者」，提供了在中亞

地區中國人的眾生相。例如，「伊塔事件」（1962年 4月至 5月）發

生前在新疆軍區任少將的維族人（其實是俄羅斯族），跑到蘇聯後在

阿拉木圖市場賣西瓜。作者說，在蘇聯的中國人死心塌地做漢奸的

多是那些素來革命的「左派」，「被KGB利用的狗腿子也大多數是這些

人……跑到外國來了……失去主心骨……自然和KGB一拍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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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iv  代序：一個「外逃者」眼中的蘇聯

相比之下，那些被解放軍趕到蘇聯的前國民黨時代的軍政官員，一

般都還潔身自好，也心繫祖國。筆者印象特別深的是雷先生提到

一位新疆邊防軍戰士，因為一直入不了黨就越境跑到了蘇聯，為了

討蘇聯人的好，馬上將對中國領袖的崇拜轉變成對勃列日涅夫的崇

拜。他將俱樂部掛著的勃列日涅夫畫像偷偷拿下來，壓在自己房間

桌子上的玻璃板下，周圍還用紅布鑲上了邊，在像前供著插在酒瓶

裏的松枝，松枝上掛著一首用毛語錄改成的快板詩表達忠心：「領導

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蘇聯共產黨，我一顆紅心獻給蘇聯共產黨，

永遠跟著蘇聯共產黨中央」，每天像念魔咒般對著勃氏畫像念念有

詞。他以為這一套在中國吃得開，在蘇聯也一定吃得開。可是蘇聯

人見了覺得很奇怪，「因為沒有一個蘇聯老百姓愛勃列日涅夫，沒人

在宅內貼他的肖像」。後來，因為蘇方沒有接受他當蘇共黨員，他就

把勃氏肖像的眼睛挖了，一個月後，區警察局派人把他抓走，以流

氓罪判了 15天勞役。蘇聯人下手還是輕的，如果在中國，單憑這一

條，就得挨槍子兒。此等鮮活的細節，是那些短期訪蘇者，甚至留

學生也永遠無法發現的。

「外逃」曾是一個嚴重的罪名

雷先生是一位「外逃者」（有時也被稱作「叛逃者」），這在文革

或文革以前都是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罪名，且不說那時被檢舉「偷聽

敵台」就得坐牢，若是被認為是「叛國投敵」或「企圖叛國投敵」，被

捉將回來，不被槍斃，也得判個長期徒刑。

我最早知道「叛逃」這個詞還是在文革前，報上說中國駐荷蘭代

辦叛逃到了美國！看到這條消息使我非常震驚，這麼重要的外交官

怎麼也會叛逃？以後讀書多了，知道的也多了，有一次居然發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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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一個「外逃者」眼中的蘇聯  xxv

喜歡讀的那本反蔣小說《侍衛官雜記》的作者也是一個「叛國投敵」

分子。2 還聽說文革中的中國駐越南大使要叛逃朝鮮，在鴨綠江邊被

抓了回來，結果被判了十年徒刑（1979年後該大使獲得平反）！

以上都還是一些個別現象，實際上，「外逃」作為一種社會現

象，在建國以後就出現了，1957年後人數迅速增加，除了廣東沿

海一帶的居民，在政治運動中蒙受打擊走投無路的右派、知識分子

也加入了外逃大軍，只是後者成功的極少。他們大多天真，缺少社

會閱歷，又不熟悉當地的地理民情，更無錢和蛇頭拉上關係，加之

不會說廣東話，要逃到香港，比登天還難。我的一位忘年交朋友，

1957年在大學讀書時被打成右派，當大多數右派大學生對甚麼南斯

拉夫、英國想入非非時，他既不去英國代辦處要求政治避難，也不

去南斯拉夫大使館尋求保護，而是塗改了學生證，買了一張南下深

圳的火車票，準備逃往香港。誰知剛下火車就被當場捉去，從此在

青海格爾木勞改了 20多年。那些成功的逃港者，多是廣東沿海一

帶的居民，人數最多的一波是 1962年 5月，以後才知道這是當時的

廣東領導者有意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在大饑荒年月中放饑民一條生

路，同時也是為了減輕當地的糧食壓力。廣東老作家陳殘雲的小說

《深圳河畔》書名很吸引人，可是一個字都未提起逃港風潮。在那個

年代，誰都不敢公開點出這個問題。

與廣東大逃港差不多同時，發生在 1962年 4月至 5月的新疆

「伊塔事件」，既與當時中國的經濟困難有關，也是蘇方對中方「反

修」的報復，在蘇聯駐伊寧領事館人員的策動下，北疆幾個縣有六

萬多中國人外逃蘇聯。在這之後，在中國的壓力下，蘇方關閉了邊

界，一直到文革初期。可是沒想到，文革中居然還有人不怕死，通

過不同方式越過中蘇邊境當局設置的種種障礙，跑到蘇聯去，而逃

2 宋喬（即周瑜瑞）：《侍衛官雜記》，香港：學文書店，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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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vi  代序：一個「外逃者」眼中的蘇聯

蘇人數之多，要不是讀雷先生的書稿，也是很難想像的。

在文革中的大字報上看到老人家就傅聰「叛逃」一事說的一番

話，就知道決不能當真。他說，讓他們跑吧，讓他們去吃黑麵包（大

意）。雖然在「伊塔事件」發生時，他批准新疆軍區的兩個俄羅斯族

少將（新疆軍區副參謀長祖龍太也夫、伊犁軍分區參謀長馬爾果夫）

要求回蘇聯的申請，甚至還指示給他們開歡送會（跟隨他們回蘇的

還有軍隊中的俄羅斯等族校、尉級軍官 40餘人），但那只是極個別

的事例，不具普遍意義。最高領袖批准軍隊中的親蘇分子回蘇聯，

著眼點是徹底清除蘇聯在中國軍隊中的影響。李丹慧的研究提到，

「伊塔事件」後，中國大大加快了遣返蘇僑的行動，甚至放寬到「蘇

聯僑民中的政治嫌疑分子和接觸一般機密的人申請出境，一般不要

阻留，應當迅速批准，讓其離境」。「申請出境的蘇聯僑民，如有未

了民刑案件和債務糾紛，應當盡快設法解決」。「蘇聯僑民的中國籍

直系親屬，要求一同出境，可以聽其隨走」。中方對要求前往西方國

家的蘇僑 333人也提供了協助，這在過去都是不可能的。但所有這

些都是為了政治上的考量，即把「蘇修」在新疆的「腿子拔掉」，具體

辦法就是「擠其出境」。到了 1966年文革爆發前夕，1950年代末在

新疆的 12萬蘇僑，只剩下 201人了，他們實際也處在中方的監控之

下，這樣就基本清除了蘇聯在北疆地區長期經營形成的社會基礎。3

所以，橋歸橋，路歸路，1962年對「伊塔事件」的忍讓態度，

並不意味著中國將此奉為長期政策。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只有卡斯

特羅在 1960年代前期的幾年讓願意離開的古巴人坐船前往美國的邁

阿密。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中國、蘇聯（除了 1920年代初很短的一

段時間裏，列寧曾放了一些俄國著名知識分子去歐州）等都沒有這

3 李丹慧：〈新疆蘇聯僑民問題的歷史考察（1945–1965）〉，《歷史研究》，

2003年第 3期，頁 8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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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一個「外逃者」眼中的蘇聯  xxvii

樣「灑脫」。東德為了防範它的人民「叛逃」到西德，1961年 8月 13

日，還特地建了那道有名的「反法西斯防衛牆」，不知有多少東德人

被自動步槍掃射倒在柏林牆下！也是在 1967年，我還是從大字報上

看到音樂家馬思聰在逃到美國後寫的那篇有名的文章〈我為甚麼離

開中國〉，至今還記得這份大字報前人頭攢動，卻沒有聲音。寫到這

裏，聯想到中國在 1979年後允許自費留學，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又

開放港澳遊、港澳自由行、台灣遊以及中國公民國外旅遊，這是多

麼大的變化和進步啊！

雷的書稿中說，1966年 6月文革開始後，7月份伊犁就有人逃

蘇，最先逃去的漢族人，蘇聯都送回來了。一送回中國，就開公審

大會，把外逃者槍斃，以後蘇聯就不往回送了。「這次外逃雖然沒有

成潮，可經歷的時間十分長，一直延續到 1982年」。「逃亡者也是泥

沙俱下，有受迫害的知識分子、下鄉的知識青年、失敗了的『造反

派』、犯了罪的紅衛兵、被打倒的『走資派』，甚至，還有一些不得意

的中國邊防軍官兵」。

據雷先生觀察，KGB是按幾種情況處理的：凡屬受政治迫害的

知識分子一律收留，不判刑，審查後即分配在城市工作。凡帶家屬

或孩子逃過來的或者受到政治迫害的普通工人、農民、學生，在審

查後安排在城市或農村，大部分在農村工作。凡一般因生活問題逃

過來的或者在中國有刑事問題的紅衛兵、群眾組織的頭頭或成員，

在審查後便會以「破壞蘇聯國界罪」送到國際勞改營服刑 1到 3年，

再送到集中中國逃亡者的北方農場幹活。雷先生說，中國人過來以

後，大部分在農場或工廠打工，也有照相、釘皮鞋、賣烤肉串的，

只有個別人當上了教員、醫生和畫家，也有以後成了工程師、博士

的。他們中只有少數人保留了中國國籍，大部分都入了蘇籍，少部

分不願歸化蘇聯的人就持無國籍者的護照生活。

這些當年的外逃者如果不是文革結束，注定是要被當作「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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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viii  代序：一個「外逃者」眼中的蘇聯

投敵分子」永遠受到譴責，他們自己也不敢回國，除非認罪自首。

在 1980年代後，雷先生作為「無國籍者」，和我國駐蘇使館取得了

聯繫，使館人員對他親切有加，給他恢復了中國國籍。這都是因為

國內大氣候發生了變化。他可能不知道，在平反冤假錯案的大潮

中，最高法院 1979年後有了新精神，宣佈要將因生活困難、出去投

親靠友、找生活出路，或在運動中因一般問題或沒有問題而偷越出

境的人，與因販毒等追求私利而出逃的人區別開來，更要同為叛變

投敵、資敵而出逃的人區別開來，前者是違法行為，後者是犯罪行

為。這樣，雷先生才獲得解脫，後來還成了愛國僑領。

1970年代至 1980年代初，蘇聯百姓豐衣足食，生活水平遠超

中國。在中國官方的敍述中，有關蘇聯人民生活水平的問題是隨兩

黨兩國關係的好壞而變化的。簡言之，關係好時，中國人被告知蘇

聯人生活在天堂裏，「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那部攝於戰後烏克蘭

大饑荒歲月、粉飾生活的蘇聯電影《幸福的生活》在中國大放特放，

不知迷倒了多少天真善良的中國人。以至於 1949年任弼時要對陪他

前去蘇聯治病的中方工作人員提前打預防針，告訴他們，蘇聯剛從

戰爭中走出來，正在恢復，各方面都很困難。中蘇交惡後，中國人

又被告知，蘇聯人吃的是黑麵包，西紅柿只有乒乓球那麼大。再以

後，國人又跟著領袖嘲笑赫魯曉夫的「土豆燒牛肉共產主義」，好像

自己吃得比蘇聯人還要好，其實中國當時不知有多少農民真的如同

赫魯曉夫所說，喝得就是「清水大鍋湯」（這句話也是道聽途說，到

現在也沒見過赫氏原話的材料）。

應當說，在 1950年代中國公私合營前，中國的輕工產品大大豐

富於蘇聯。我有一位前輩朋友是 1952至 1957年列寧格勒大學的留

蘇生，他告訴我，在參加 1955年屠格涅夫國際學術研討會期間，一

個不熟悉的蘇聯教授用各種花言巧語（「中蘇友好」一類大話），用質

地非常差的領帶，和他交換了他從中國帶來的一條領帶。他臨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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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一個「外逃者」眼中的蘇聯  xxix

時，蘇聯朋友看中了他的一件出國時由組織上置辦的呢絨大衣和一

隻牛皮箱，也想交換去，但他沒有答應。儘管如此，赫魯曉夫上台

後，蘇聯一般百姓的生活水平仍明顯高於中國。1957年夏，這位朋

友學成歸國，發現國內到處都有「叫化子」，此事給他留下極深的印

象。當時正是反右運動高潮，他知道，必須對此三緘其口。他如此

謹慎是有道理的，以後僅在列寧格勒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中就打了四

名右派，並被遣送回國。斯大林去世後赫魯曉夫執政的十年和勃列

日涅夫執政的十八年是蘇聯的承平年代，勃氏上台坐穩江山後，逐

漸停止了柯西金的經濟改革措施，以推行新斯大林主義、維護特權

集團利益和加緊對外擴張作為基本政策的出發點，但是畢竟沒有像

中國那樣瞎折騰，到了 1970年代，國家的整體實力走向高峰。

雷光漢生活的地區是蘇聯欠發達的哈薩克加盟共和國，以後被

KGB安置在塔拉茲（斯）市，此城在斯大林時代叫江布爾市。江布

爾是哈薩克一位著名的行吟詩人，活了將近百歲，在 1950年代的

中國頗有名氣，他曾因歌頌「興都庫什山的雄鷹斯大林」而蒙受恩

寵。書稿提到，蘇聯地廣人稀，工作非常好找，中亞地區體力勞動

工人的工資很高，遠超過醫生、教師等知識分子，女醫生、女教師

嫁給工人的比比皆是。政府且不斷下調物價和增長工資，在蘇聯實

行的是全民公費醫療、全民義務教育、全民社會福利，「只要在蘇

聯土地上，不管戶口在何處，看病、上學都不花錢，住院了還發全

額工資」。「人人都得上完十年制中學，相當於我國高中畢業。學校

全部免費，包括免費的教科書和午餐」。「每個城市、每個區，甚至

每個大些的單位都有自己的兒童夏令營，建在山上或河邊的風景優

美的地方，房子像療養院一樣好，輔導老師、醫生、護士、廚師一

應俱全」。

當時蘇聯的物價、房租和交通費極其低廉，一塊列寧格勒出產

的東方牌手錶，才 15個盧布。水電煤氣和公共交通費用都只是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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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  代序：一個「外逃者」眼中的蘇聯

性的。市內交通一次，不分遠近都是 5戈比。一個人一個月煤氣費

50戈比、水費 20戈比、一度電 2戈比。一般群眾的生活都非常富

足。作者在 1970年代末結婚生女，政府馬上分配給市中心一大套房

子，雖然不豪華，但鋪有地板，房租極其便宜。現在知道，1970年

代至 1980年代初蘇聯人的生活富足全賴政府出口石油和天然氣掙得

的大量美元所賜，到了 1984年後，物價出現上漲而工資都已凍結，

1990年代葉利欽上台後推行「休克療法」，使老百姓手上多年積攢的

盧布一夜間變成了廢紙。

雷書詳細敍述了他所接觸的蘇聯KGB這個神秘的組織的情況，

他們全面滲透在中亞的華人社區，大量招募特務，無孔不入。其搜

集情報效率之高，也可堪稱世界之最。從書稿中也可以得知，到了

1970年代，KGB工作人員已一改斯大林時期的魔鬼形象，全面實現

了知識轉型，僅他所接觸的KGB，就發現有 100多人通中文。這些

職業特工有禮貌，有文化，他們攻心為上，在審查雷先生時會對著

他唱 1950年代中蘇友好歲月時的流行歌曲《莫斯科—北京》。中國

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KGB居然向雷先生表示祝賀，使他雖亡命異

邦，還能保有一份作為中國人的自豪。作者還說：KGB的監獄是蘇

聯最文明的監獄，「沒有見到過犯人受罵挨打的。伙食不好，麵包卻

吃不完，不會餓肚子，發的莫合煙也抽不完。每月允許親屬送食品

和日用品一次，每次四公斤」。「警察局管的監獄則是暗無天日的地

獄，裏面發生的事令人髮指，搬到當時的中國來也是駭人聽聞的」。

作者感嘆蘇聯特工的文化素養之高與他曾打過交道的文革期間的中

國公檢法之簡單粗暴形成強烈對比。

作者對建國前KGB在中國的活動有一定的了解，知道大名鼎鼎

的KGB—塔斯社駐華記者羅果夫和他的掩護單位—上海著名

的時代出版社。其實，蘇聯駐國民政府大使，以後又擔任蘇聯首任

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的羅申也是一個KGB將軍。此人在新中國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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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一個「外逃者」眼中的蘇聯  xxxi

故伎重演，企圖在中國人中發展蘇聯情報員。蘇聯駐重慶的潘友新

大使也是KGB將軍。但說來中蘇原是一家人，中國的反間諜相關業

務也是在蘇聯專家的全面指導下開展的。例如，剛進北京城不久，

蘇聯就派出KGB專家檢查中南海的空氣，查空氣中「有沒有甚麼有害

物質」，讓許多老幹部開了眼界。又如領導人的食品檢查制度，也是

蘇方手把手教的。郵件檢查系統也是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建立的。

蘇聯在中國公安部總顧問的辦公室就安排在部長羅瑞卿辦公室的外

屋，他可以閱讀公安部的一切報告和文件。毛要求李克農對蘇一切

公開，「脫得光溜溜」，但李心中有數，私下對社會部幹部說，即便

脫光，心中想甚麼，對方還是不知道的。

到了 1950年代末，中蘇關係出現裂痕，中國方面對從蘇學習歸

來的留學生已有防範，提醒他們不許「亂說」蘇聯的情況。中國官員

與蘇聯人私下的一般交往，甚至在北京著名的莫斯科餐廳與蘇聯記

者吃個便餐，都會被懷疑是「傳送情報」，第二天就會受到單位領導

的警告。接下來的幾年是大饑荒，都有中國大學生不知深淺地給蘇

聯駐華使館寫信，甚至要求蘇聯方面批准他們前去蘇聯留學，其思

想之幼稚，令人難以想像。更有甚者，1960年代初，在中南海工作

的工作人員，有親屬曾經留蘇的，如原住中南海，都被要求一律搬

出。1960年從蘇聯高幹子弟雲集的學校—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

學成回國的中國留蘇生，也整體地不獲信任，全部被安排做次要工

作。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防範KGB在中國的滲透，今天看來是反

應過度。

1960年代初以後，隨著中蘇關係的惡化，一些領導人對蘇焦慮

感與日俱增，KGB被無限放大，諜影憧憧，康生等有了用武之地，

也懶得對留蘇人員再作區分，乾脆採取「一鍋煮」的政策。長期擔任

毛的俄文翻譯的師哲雖然在 1930年代曾是「格伯烏」（KGB的前身）

工作人員，但在 1940年就回到延安，到了 1962年也被關進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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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ii  代序：一個「外逃者」眼中的蘇聯

同年，康生還把前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人員、原東北局外事

處負責人、中共婦運元老盧競如投入秦城，一關就是 18年。到了文

革，更是把大批歷史上與共產國際、蘇共有聯繫的老幹部、新幹部

如閻寶航、閻明復父子、吳克堅、蕭三、李立三的夫人李莎等統統

打成「蘇修特務」或「蘇修特務嫌疑」，全部投入秦城監獄。

以常理看，作為北大學生，當屬天之驕子。其實北大早已不

是五四時代人們心目中的民主發源地了。建國後，北大歷經各種政

治運動特別是 1957年反右運動的衝擊，五四以來的學統已完全斷

裂。老知識分子遍體鱗傷，早已三緘其口。校系黨的領導，多為

政治掛帥的政工幹部，學校還收取了為數眾多的調幹生，康生、陳

伯達等也不時來北大作大報告，學校的整體氛圍已徹底改變，在這

種情況下，學生能學多少，全賴自身的努力，而學生間的對社會批

評性的思想交流，因恐懼告密，也基本不復存在。這就使一些學生

除了專業，幾乎不再有個人的思想活動，他們對世界、對中國的看

法，全都來自《人民日報》和領導的講話。雷光漢在書稿中提到他

逃到蘇聯後，向審查他的KGB提出，要求把他送到台灣和新加坡，

他的理由是那兩個地方都是中國人的地方，他願意生活在中國人中

間。可問題是，蘇聯人為甚麼要滿足他的個人願望？雷說，因為中

國報刊說，蘇美合作主宰世界，他以為到了蘇聯，就可以自由地到

世界各國去。雷先生如此天真，自然是處處碰壁，在KGB眼裏，

判斷一切事物的唯一前提就是估量他對蘇聯有無實用價值。文革中

跑到蘇聯的流亡者，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既不接觸中國的絕密情

報，也不是中央領導人的子弟，利用價值非常有限，不把你派回中

國做間諜，已是開恩，你還想這個、要那個，純屬異想天開。作者

提到，他向KGB提出「政治避難」的要求，被當場擋了回去，蘇方

告訴他，可以接受他「避難」，但他不具「政治避難」的資格，「只有

王明才有政治避難的資格」，因為你只是一個教員，「不是劉少奇，

不是烏蘭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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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一個「外逃者」眼中的蘇聯  xxxiii

作者對中蘇兩國體制的弊端有較深認識，但過於強烈的愛國主

義也使他存有某種「護短」的心態。作者是 1961年的北大歷史系畢

業生，因為對歷史上俄國侵華行徑不滿被打成「反蘇分子」和「右

派」，後被發配在伊犁離霍爾果斯口岸七公里的一所中學教書。在中

蘇兩國的經歷使他對兩國體制有很深的體會，他認為蘇聯是一個「虎

狼之國」，一直對中國抱有擴張的野心，但是他也承認，蘇聯比中國

文明進步。他說蘇聯的制度和文革前的中國制度相比有一個大的不

同，「那就是蘇聯還容許人性的存在，而中國把所有人的人性都消滅

光了」。他待過幾個蘇聯監獄，發現「蘇聯監獄裏的獄頭獄卒、審判

官員，都還有人性，對不幸者有同情心，只要在框框之內，請他們

幫點忙，給點方便是不會遭到拒絕的。中國卻完全相反，一次次嚴

酷的階級鬥爭把中共官員最起碼的人性都抹掉了，那時的中共官員

是世界上受教育最少、文明修養最低，對國家對人民最沒有良心的

官員」。他說，他見到的國內那些整人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性如虎

豹、心似蛇蠍、一臉凶相有如夜叉的」。他還說，雖然「離開祖國也

多半輩子了，還時時做著挨整的夢。夢中整我的人不是KGB，而是

國內那些自己的同胞」。

然而，作者在某些關鍵性問題上的態度也是矛盾的。這本書寫

於 2000年，作者聲稱，他壓下書稿是擔心出版後會損害中國，其

實批判極左主義與損害中國，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干的事。更令人匪

夷所思的是，作者跑到蘇聯，卻情不自禁地成了國內某些極左方針

和理論的辯護士。例如，他讀中蘇論戰的「九評」，覺得「篇篇是雄

文」，而蘇方的應戰文章又是如何沒有水平。國內在文革中大罵王明

是叛徒和叛國分子，他也跟著大罵王明是「奸賊」，說如果王明在他

眼前，他要上去打他幾個耳光。總之，他看蘇聯是處處不順眼。依

常理，作者亡命蘇聯，蘇聯縱有千般不好、萬般不是，但是沒有把

他送回中國，否則等待他的只有被槍斃或被判重刑，對收留他的蘇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具
有

版
權

的
資

料



xxxiv  代序：一個「外逃者」眼中的蘇聯

聯，似乎多少應有一絲感激之情，可是從書稿中卻找不到這樣的痕

跡。書稿中KGB對雷說的那句話是擊中要害的：「你們中國人逃到蘇

聯後都說自己是愛國者，可是誰都不敢反對毛澤東，一挨鬥就跑到

外國去，你們都是怕死鬼。」雷先生也承認，聽到這番話，感到無地

自容。儘管覺得面子上難堪，然而並不影響雷先生的態度，他的態

度就是「愛國」，由愛國的立場出發，他絕不允許蘇聯人當他的面批

評中國的最高領袖。以後發展到如果有人罵毛澤東，雷先生就要和

他「幹仗」。有的蘇聯人奇怪地問他：「你們如此熱愛你們的偉大領

袖，為甚麼還跑到我們蘇聯來了呢？」他回答道：「中國的事不能叫

外國人管，中國的毛澤東不能叫外國人罵。」

雷先生的思想和邏輯出現了嚴重的不連貫性。與雷不同，我所

讀過的一些外逃者的回憶錄在思想和邏輯上大都保持著一貫性，其

中一本回憶錄的書名就是《月是異鄉明》。該書作者生活在著名僑鄉

廣東潮汕地區，建國時只有 12歲，對共產黨充滿崇敬之情，但因

「原罪」在身（其父是逃往台灣的國民黨少將），與其母被掃地出門，

又因長期收不到僑匯，饑寒交迫，被當地幹部和群眾蔑視。最後抱

必死決心，於 1958年冒險犯難，偷渡深圳河，來到香港，以後投

奔在台的父兄，雖然受到國民黨特務機構長達五年的秘密審查和監

控，但他還是覺得「月是異鄉明」。有意思的是，在此書作者的出逃

計劃中，居然把蘇聯也列入出逃國之一，儘管放在最後一位，他說

雖然蘇聯也不好，但起碼不天天搞運動、開批鬥會，還可以讀書升

學。4他有如此的認識是令人吃驚的，因為他只讀了六年小學，其間

因是地主後代還被無辜開除，以後千辛萬苦才上了一所極為簡陋的

華僑子弟補習學校，他的知識和識見主要來自於他的借書自學和人

生經驗。

4 沈野：《月是異鄉明：沈野回憶錄》，台北：獨家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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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一個「外逃者」眼中的蘇聯  xxxv

雷光漢的思想和邏輯矛盾的深層原因，我稱之為「自大的愛國

主義」。雷先生在新疆當年的朋友蕭默先生稱他是「痴情的愛國主義

者」，也是有道理的。從書稿看，雷先生的愛國主義有時顯得混沌不

明，在對蘇聯的問題上尤其如此。說來他並不了解 1950年代後中蘇

關係破裂的原因，隨著更多的歷史檔案資料的問世，現在已越來越

清楚，中蘇雙方對此都負有責任，而不能把關係破裂的責任全都歸

咎於蘇方。作者多次提到，在赫魯曉夫時期，在蘇聯的中國人比較

自由，可以自由選擇居住地，但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蘇當局全

面收緊在蘇中國人的居住自由權，中國人不許居住在莫斯科與列寧

格勒，只能集中安置在中亞地區或其他邊遠地區。1964年 10月勃

列日涅夫上台後，幾乎公開批判赫魯曉夫，沒多久就開始在思想和

政治領域全面倒退，為斯大林恢復名譽；中國方面批判「赫禿子」更

是不遺餘力，一時間雙方似乎形成了歌頌斯大林、反對赫魯曉夫的

統一戰線，而中蘇兩國的老百姓對這些言論都照單全收。作者雖然

肯定赫魯曉夫在推動蘇聯「解凍」方面做出了貢獻，但幾乎未提及赫

氏在改善中蘇關係方面所作的努力，這是書稿的一個不足，當然，

這不能歸咎於雷先生。今天我們從蘇聯解密檔案中知道，1954年 10

月赫魯曉夫訪華，他頂住蘇共政治局內不同意見的壓力，堅持要把

從中國獲取的權益歸還中國，以及大規模對中國進行經濟和軍事援

助。而被中國高度稱頌、視為同志和親人的「伏老」（伏羅希洛夫）

卻是地道的大國沙文主義者。1957年春伏羅希洛夫訪問中國，本來

只是一次沒有具體任務的禮儀性訪問，卻受到最高禮遇，中國方面

可能是為了給赫魯曉夫一點「顏色」看，有意超規格接待這位斯大林

的戰友。中國最高領袖不僅親自去機場迎接，還罕見地陪同客人乘

敞篷汽車前往賓館，接受數十萬群眾的夾道歡迎。作者和其他中國

領導人是否知道，就是這位貌似慈祥、動輒就會流淚的「伏老」，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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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vi  代序：一個「外逃者」眼中的蘇聯

決反對將旅順軍港歸還中國，赫魯曉夫為了爭取他的諒解，做了大

量工作，直到出訪北京前幾天，才勉強得到他的同意。

「愛國主義」：宗教式的憑藉

隨著雷先生展開他奇特的旅蘇生涯，我在思索雷先生究竟要追

求甚麼？他的「愛國主義」出了甚麼毛病？雷先生要生命安全。他在

文革的高潮中為免遭鎮壓，被迫亡命蘇聯，這是無可厚非的，孔夫

子也說過：「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我們總不能要求一個無罪的人

引頸待戮來實踐他的愛國主義。他因地利之便，泅河到了蘇聯。當

年又有多少知青逃港不成而浮屍深圳灣海面，相比之下，雷先生是

幸運的。

逃到蘇聯後，雷先生被KGB長期監控，又受到在中亞的蘇籍朝

鮮等族人的惡意對待，激起他強烈的愛國主義。雷先生來到蘇聯後

寫的有關新疆四年文革歷史的材料被蘇聯人搜去並改編後以化名出

版，以後在他出逃伊朗被抓回後還因此減輕了對他的處罰。但蘇

聯人要他在批判中國的電視片中現身，他堅決不從，還處處批判蘇

聯，歌頌中國，這才引起KGB的那些嘲諷話。儘管雷先生不願意批

評中國最高領袖，但他的出逃本身就是一種無聲的抗議，於是雷先

生更加熱愛中國，甚至到了 1980年代，他還帶話給國內有關方面：

「在我國憲法上加上一條：在蘇維埃帝國沒有崩潰以前，凡主張中蘇

友好者，應以漢奸論處！」其態度之絕決，令人難以想像。看來在

絕望和困境中，愛國主義也可能成為一種宗教，雷先生就是一典型

的範例。

那是一個意識形態大行其道的特殊年代，蘇聯和中國都不正

常，置身在那個時代，中蘇兩國的大人物或是升斗小民，他們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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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一個「外逃者」眼中的蘇聯  xxxvii

和行，在今人看來多少都有些不合情理。比如，今天若再讀在幾

十年內被奉為金科玉律的蘇聯理論沙皇蘇斯洛夫或波洛馬廖夫的大

作，幾乎就是一種自虐行為了。所以，雷先生的愛國主義即便有些

偏頗，也是可以理解的，在當年的那種情況下，除了愛國主義，他

還有甚麼可憑藉的？雷先生畢竟是北大畢業生，和那些普通逃蘇者

不一樣，除了要活命，還要追尋「生活的意義」。作為一個「無國籍」

人，在蘇聯到處被監控，台灣、新加坡不能去，大陸搞文革天昏地

暗，更是有家不能回，這種內心的辛酸和煎熬，他人又怎麼能夠體

會？於是愛國主義便成了他的安身立命的防禦性的武器！

讀雷先生的書稿，很自然帶出一些問題，但更多的是一份尊

敬和欣賞，就是那些疑問的方面，我也願意回到歷史的具體情境中

去，以一種同情與理解的態度，設身處地的去體諒他。今天無論從

哪個角度看，雷先生的書都是有很高價值的，是他用半生心血寫出

來的，值得研究和關心中蘇關係史的人們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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